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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可溶性有机质(DOM)是土壤有机物中的高活性组分，在土壤养分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

化、土壤矿物质的活化及土壤肥力的保持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艺措施可通过内外源同步作用显著影响土壤 DOM 的含量、

组分及性质，本文综述了近年来相关研究中不同农艺措施下土壤 DOM 的变化，总结了不同耕作管理、种植制度、施肥措施以及新

型土壤改良剂等对土壤 DOM 的影响。分析表明，免耕加秸秆覆盖方式可显著提高土壤 DOM 含量，与单一耕作相比轮作可提升土

壤 DOM 含量，绿肥配施有机肥较单一化肥施用可显著改善土壤 DOM 的组成和结构，合理调控热解炭和水热炭等土壤调理剂的施

用时间、施用量、C/N 等性质可优化土壤 DOM 结构和性能。本综述分析了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效果及作用途径，指出了

当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可为今后合理的农艺措施管理和土壤健康调控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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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soluble organic matter (DOM) is a highly active compon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biogeochemical cycle of soil nutrient elements, the mig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the activation of soil mineral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oil fertility. Agronomic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of soil DOM through the simultaneous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urc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soil DOM in recent years under different agronomic measures in the relate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planting systems, fertilization and new soil ameliorants on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biological components of 

soil DOM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re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tillage combined with straw mulching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oil DOM content. Compared with single tillage, the rot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oil DOM content, besides, 

green manure combined with organic fertilizer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soil DOM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single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pplying soil conditioners such as pyrolysis biochar and hydrochar at appropriate time, 

amount and C/N ratio could optimiz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soil DOM. Meanwhil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gronomic measures on soil DOM and the hot spots and difficulties of current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proposed. This review can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of agronomic measures and 

soil health regul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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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

广泛存在于水体和土壤等自然环境中，其中土壤

DOM 通常是指土壤中活体微生物和植物根系释放的

及植物残渣和可溶性颗粒部分分解后产生的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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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质[1]。DOM 是由低分子量的游离氨基酸、碳

水化合物、有机酸以及大分子量的多糖和腐殖质等组

成的连续体或混合体，主要包含亲水氧基、氮和硫族

官能团等[2]。土壤 DOM 的主要成分包括溶解性有机

碳(DOC)、溶解性有机氮(DON)、溶解性有机磷(DOP)

和溶解性有机硫(DOS)等，各组分间通过疏水作用、

氢键和非共价相互作用稳定，并积极参与土壤碳、氮、

磷、硫等养分的地球化学物质循环[3-4]，是评价土壤

质量的重要指标。 

从来源看，土壤 DOM 分为两种：一种是土壤内

源性的，通过土壤微生物降解土壤有机质产生，例如

土壤腐殖质、植物凋落物、根系分泌物等[5]；另一种

是外源进入土壤的，主要是通过施用化肥、有机肥、

绿肥等农事活动以及作物秸秆还田带入土壤，例如有

机粪肥、废弃物堆肥、作物秸秆等[6]。农艺措施可从

内外源同时对土壤 DOM 组分、特性产生影响，并在

后期土壤培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拟

以耕作管理、种植制度、施肥管理和新型土壤改良剂

等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通过分

析不同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含量、组分、特性的定

量影响，以达到为今后农艺措施管理提供科学建议的

目标。 

1  土壤 DOM 的作用 

土壤 DOM 仅占土壤有机质的一小部分，但其对

土壤质量具有很强的指示性。DOM 在土壤聚集(形成

有机金属络合物)、微生物的物质能量来源(碳源、氮

源等)以及碳的储存、循环和有效养分供给等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7]。 

研究土壤 DOM 的组成、含量及形态变化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土壤碳氮循环及与之相关的地球生物化

学过程。土壤 DOM 具有很强的溶解性，易通过土壤

溶液转移[7]，大量 DOM 的转移可能会导致生态系

统碳、氮收支方向的变化 [8-11]。实际上，DOC 和

DON 在土壤总碳和总氮中的占比极低，一般不超

过 2%，但其是土壤 DOM 中最具活力和生物有效

性的组分[12]。其中，DOC 是土壤中微生物生长的主

要能源物质，其含量和组分的变化直接影响微生物活

性，进而改变土壤有机碳的矿化过程。研究表明，去

除 DOM 后土壤有机氮的累积矿化量平均下降

15.4%[13]；而 DON 是土壤有机氮矿化和无机氮固定

过程中重要的中间氮库，调控土壤铵态氮的供应和氮

素的生物转化过程，是土壤有效养分的来源之一[14]。

此外，土壤 DON 作为微生物的重要氮源，会抑制硝

化过程进而减缓硝态氮的产生，且其抑制程度随着

DOM 浓度的上升而增加，进一步影响土壤氮循环

过程 [15]。 

DOM 可通过静电吸附、配体交换、络合、分配、

氢键和阳离子桥联机制与土壤结合[16]，因此对土壤

中的养分循环以及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络合起到

关键作用，源自土壤有机质的 DOM 可用于预测土壤

中有机、无机污染物的迁移转运过程[7]。由于含有羧

基、羟基、羰基和甲氧基等活性基团，DOM 可作为

重金属在土壤环境中迁移转化的“载体”或“配位体”，

通过与重金属间的离子交换吸附、络合、螯合等一系

列反应抑制或促进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吸附，影响重金

属的沉淀、迁移转化和生物有效性，进一步影响生态

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17]。此外，DOM 中的羧基、酚

类等酸性官能团可与部分重金属络合形成复合物，进

而降低其植物毒性[18]。郭微等[17]研究发现，DOM 对

重金属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改变土壤理化性

质(如 pH 等)；②DOM 自身组分等性质对土壤重金属

吸附的影响；③通过络合和螯合作用，将重金属固定

在土壤中。在实际土壤环境中，DOM 对重金属的影

响机制要更为复杂，例如 Laurent 等[19]研究表明，

DOM 浓度、芳香性和结合性的升高有助于提高土壤

溶液中 Cu 的浓度，但可降低 Cu2+ 活性，进而部分

抵消土壤 Cu 含量升高带来的危害。 

土壤 DOM 可增强土壤供肥能力，一是提高土壤

养分的有效性，DOM 中的有机酸等组分可活化土壤

矿物质，增强土壤微生物活性；二是 DOM 可促进植

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例如促进作物根系对 Fe、Zn

等元素的吸收，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已有研究证实外

源 DOM 施用可提高水稻植株的株高、根长、茎重等

生长指标[20]；此外，DOM 容易被土壤微生物分解，

因此其可通过激发土壤微生物活性，进一步提高微生

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7]。 

2  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 

土壤 DOM 易受到气候条件、耕作管理条件、土

壤类型和土壤性质等多种因素影响[21]。其中，农艺

措施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对农田土壤理化

性质影响的综合过程，不同的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可产生不同影响。 

2.1  耕作管理对土壤 DOM 的影响 

耕作管理可通过改变土壤有机质的输入和底物

质量以及微生物降解的速率、程度和途径，进而影响

土壤 DOM 的含量和性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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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军强等[22]通过田间试验发现，免耕加秸秆覆

盖处理下土壤 DON 含量较常规施肥提高了 28.2%，

表明该处理可显著提高土壤有机氮的矿化潜力，进而

满足作物的氮素营养需求。对比不同耕作方式发现，

传统翻耕显著降低了土壤 DOM 含量；随着耕作时间

的持续，土壤 DOM 含量下降日益显著。这可能是由

于翻耕影响了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导致有机碳难以固

定到土壤中[23]，而免耕可减少对土壤的扰动来降低

土壤碳、氮的矿化速率，降低有机质分解速率，进而

有助于土壤 DOM 含量的增加[24-25]。张常仁等[26]在黑

土玉米连作试验中验证了不同深度土壤DOM对耕作

措施的响应，各土层土壤间 DOC 和 DON 含量差异

显著，尤其在表层土壤表现更为明显；在免耕处理下，

表层土壤 DOC 含量相较于传统耕作增加了 25.4% ~ 

27.8%，而 DON 含量在各耕作处理间变化不显著。

刘霞娇等 [27]研究也表明长期耕作扰动会加剧土壤

DOM 淋失，导致土壤有机质的持续损失，同时也会

增加氮素流失和水体污染风险。 

地膜覆盖技术能够改变土壤温度和水分等条件，

在我国北方寒旱区广泛应用。土壤 DOM 本身易受到

温度、水分等条件变化影响，因此地膜覆盖对土壤

DOM 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武佳颖等[28]试验中，覆

膜处理降低了土壤DOM中芳香性和低络氨酸类蛋白

质组分的占比，增加了腐殖化程度，提高了类富里酸

和微生物代谢产物占比。原因可能是覆膜能够增加土

壤水分并升高土壤温度，进而促进了土壤 DOM 的转

化[3]。同时根据使用地膜颜色的不同，土壤 DOM 变

化又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白色地膜由于透光性

强，易于促进 DOM 的光解，此类地膜覆盖下土壤类

腐殖酸组分增加较明显，腐殖化程度增加；黑色地膜

覆盖下水分含量高，土壤中类富里酸组分增加明显，

芳香性更强[28]。 

总的来说，相比传统翻耕模式，免耕加秸秆覆盖

等保护性措施可显著提高土壤DOM含量进而改善土

壤肥力。地膜覆盖可通过调节土壤温度和水分状况来

影响土壤 DOM 的含量与性质。但由于各试验的背景

条件不同，受自然环境等不同因素驱动影响，具体的

研究结果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耕作管理措施间的

交互作用影响及对土壤DOM作用程度的量化研究仍

有待进一步加强。 

2.2  种植制度对土壤 DOM 的影响 

Li等[29]通过 Meta分析发现与未种植作物处理相

比，种植作物显著提升了土壤 DOM 含量。与单一栽

培相比，轮作可显著提高土壤 DOM 含量[30]，且轮作

方式改变了植物凋落物、根系分泌物等的数量和种

类，进而改变土壤 DOM 的来源，影响了土壤有机碳

的固定过程及微生物的活性，使得 DOM 的组成和性

质随之改变。 

土壤 DOM 的含量与性质对不同作物种植类型

的响应也有所不同。李瑞鑫[20]研究表明不同种植模

式下土壤 DOC 含量介于 71.6 ~ 179.6 mg/kg，土壤

DOP 含量介于 0.8 ~ 11.0 mg/kg，变异度较大。其中，

设施蔬菜种植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土壤 DOM 含量，而

燕麦地和青贮玉米地中土壤 DOM 腐殖化程度较低，

易被降解，试验中不同种植类型土壤 DOM 含量顺序

为：设施菜地>露地菜地>马铃薯地>青贮玉米地>草

地>燕麦地，其原因可能是设施菜地的高肥高水模式，

增加了土壤 DOM 中大分子类腐殖酸的含量，而低肥

低水的燕麦地则相反，促进了土壤 DOM 中小分子类

蛋白质和富里酸含量增加。黄慧[31]通过田间试验研

究了桃园、玉米地、葡萄园、蔬菜地 4 种土地利用方

式下土壤 DOM 的时空变化，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

壤 DOM 含量差异明显，例如 7 月份土壤整个剖面层

DOC 的平均含量顺序为：玉米地(48.3 mg/kg)>桃园

(41.4 mg/kg)>葡萄园(23.2 mg/kg)>蔬菜地(19.6 mg/kg)。

这一结果随着季节变化和土层的深度均会发生较大改

变。这可能是由于作物种植类型的改变，营养物质的

输入发生变化，影响了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而导致土

壤微生物活动和养分转化过程的变化[8]。此外，由于

不同作物生长期所需养分的不同，施肥种类和施肥量

的改变也进一步导致了土壤 DOM 含量的显著差异。

但上述结果也易受到不同耕作及施肥方式的影响，如

何准确分析不同种植制度对土壤DOM的影响及作用

过程，仍需进一步探明。 

2.3  施肥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 

施肥作为重要的农艺措施，是影响土壤 DOM 的

关键因素(表 1)。目前主要施肥方式包括单施化肥、有

机肥、绿肥，以及不同肥料的组合施用，各外源肥料

的施用均可改变土壤 DOM 的含量和性质，其中以单

一施用有机肥对土壤 DOM 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27]。

研究表明，施肥对土壤 DOM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外源肥料施用是土壤 DOM 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施肥可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及作物根

系生长而加剧耕层土壤 DOM 的消耗和分解，进而影

响 DOM 的含量和性质[32]。 

化肥处理主要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性及作物

生长而影响土壤 DOM 的含量及结构。王萍[33]在灰漠

土中研究表明，与不施肥相比，只施用化肥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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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on soil DOM 

主要化学组分 荧光组分 特性 主要物质 施肥分类 文献来源 

DOC DON 类富

里酸

类络

氨酸

类腐

殖酸

类蛋

白质

腐殖度 芳香度 疏水性 糖、醇及羧

酸类物质

酰胺类

物质

化肥 [34, 36-38] ↑[34] 
↓[36] 

a+16.0%[37] 

a+182.0% ↑  ↑      ↑ 

绿肥 [37-38, 40] a+29.0% a+257.0% 
 

↑       ↑  

化肥+绿肥 [38]  ↑     ↑     

商业有机肥 [37-38] a+37.0% a+334.0%     ↑ ↑    

粪肥 [20]   ↓ 先↑后↓ ↑ 先↑

后↓

↑     

化肥+粪肥 [22, 34] a+29.7%[22] a+41.3%[22]

b+27.5%[34]

↑    ↑ ↑ ↑   

秸秆有机肥 [26, 39-42] 先↓后↑ ↑ ↑  ↑   ↑ ↓   

化肥+秸秆

有机肥 

[5, 34] b+72.5%      ↑ ↑ ↑   

沼液有机肥 [44, 46]     ↑       

注：a 表示不施肥情况下的标准值，b 表示单施化肥情况下的标准值；↑表示施肥处理后的该组分较不施肥处理显著增加，↓表示

施肥处理后的该组分较不施肥处理显著下降。 

 
DOM 主要组分仍是类富里酸物质，其中胡敏酸类物

质显著增加，而类蛋白物质组分逐渐消失，得出无机

肥施用会简化土壤 DOM 荧光物质结构的结论。其原

因可能是土壤矿物和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对土壤

DOM 影响较大，长期施肥显著改变了 DOM 中 Ca2+、

Fe3+、Al3+ 的浓度，而这些离子与 DOM 的相互作用

又会进一步影响 DOM 的稳定过程[33]。谢军等[34]在中

性紫色水稻土中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不施肥处理相

比，长期施用氮磷钾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0 ~ 

40 cm 土层 DOM 含量，但增幅明显低于氮磷钾配施

秸秆或有机肥处理，其原因可能是缺乏有机物料的投

入，秸秆或有机肥在腐熟过程会释放 DOM，同时激

发微生物活性。对于 DON，有关研究表明土壤 DON

的含量和氮肥施用量呈正相关[35]，这与土壤氮素矿

化能力有关，通过降低 C/N，促进微生物在分解有

机质过程中的养分释放，进而增加土壤中有效氮的

含量[34]。也有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化肥施用会降低土

壤 DOM 含量，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区域土壤类型、环

境条件以及化肥种类有关。倪进治等[36]研究表明，

免耕条件下，与不施肥相比，单施化肥处理土壤 DOM

下降了 15.3%，其原因可能与氮肥施入有关，过量的

氮肥施用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该过程中消耗了大量

碳源，进而导致了土壤 DOM 的降低。13C 核磁共振

图谱分析表明，单施化肥、不同用量化肥配施秸秆等

处理下土壤 DOM 中 C 的结构均主要以碳水化合物

C、羧基 C 和长链脂肪 C 组成[36]。不同施肥处理下

DOM 中碳水化合物 C 的相对含量均最高，约为 DOM

总量的 1/3；其次是羧基 C 和长链脂肪 C；酚 C 占

DOM 的百分含量最低，不足 4%。氮磷钾处理下土

壤 DOM 中的碳水化合物 C 含量最高，碳水化合物 C

易被微生物分解利用，因此该施肥处理下土壤 DOM

的含量最低[37]。 

与化肥相比，施用绿肥和有机肥后，土壤 DOM

含量的增加更为明显。常单娜[37]研究结果表明，种

植绿肥后，土壤 DOC 含量较不施肥处理增加了 29%，

DON 含量增加了 257%，并显著影响了土壤 DOM 中

糖、醇及羧酸类物质组分的含量。与施用秸秆和有机

肥不同，绿肥可作为种植模式纳入到农田生态系统

中，其在生长过程中分泌的根系分泌物也是土壤

DOM 的重要来源之一。豆科绿肥的高固氮性能使其

含氮量远大于一般的农作物秸秆和有机肥，这部分氮

被微生物固定后成为土壤 DOM 的重要来源。与周国

朋等[38]研究结果相一致，土壤 DOC 含量的增长均与

绿肥的 C/N 呈负相关，种植前翻压绿肥各处理土壤

DOC 含量均较高，其中紫云英+60% 化肥、紫云英

+80% 化肥、紫云英+100% 化肥 3 种处理下的 DOC

含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即随着配施化肥量的增加，土

壤 C/N 逐渐下降，土壤 DOC 含量逐渐增加。 

长期施用有机肥会显著增加土壤中 DOM 的含

量[19]，常单娜[37]试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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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处理后土壤中的 DOC 含量增加了 37%，DON 含量

增加了 334%。李瑞鑫[20]通过试验对比了不同用量猪

粪有机肥对土壤 DOM 含量及其组分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着有机肥用量的增加土壤 DOC 和 DOP 含量均

呈上升趋势。荧光和紫外光谱参数分析结果表明，随

着有机肥用量的增加，土壤 DOM 中类腐殖酸组分呈

上升趋势，类蛋白组分呈先升后降趋势，土壤 DOM

腐殖化程度呈增加趋势，芳香性下降，土壤腐熟程度

呈抛物线型变化，表明过量施用有机肥会增加土壤中

大分子有机物含量，降低土壤供肥能力和微生物活

性；总体来看，当土壤有机肥用量为 16 t/hm2 时，土

壤DOM中的腐殖质类物质组分含量较多且土壤腐熟

度最高，土壤肥力最佳。化肥配施绿肥和有机肥，通

常可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周国朋等[38]研究中，绿肥

配施全量化肥可使黄泥土中 DON 含量显著提高，原

因可能是较高的化肥用量提供了微生物氮源，从而提

升了土壤固氮能力；绿肥配施化肥也提高了土壤

DOM 的分子量和腐殖化程度，这可能是其促进了土

壤中高稳定性有机质的进一步活化、降解。在大蒜种

植试验中，申军强等[22]研究表明有机倍增(双倍牛粪

配施化肥)处理下土壤 DOC 含量最高，达 53.9 g/kg，

相对不施肥组增加了 29.7%。谢军等[34]通过长期试验

研究了不同施肥模式对土壤DOM含量及其结构特征

的影响，在 0 ~ 20 cm 土层，相比单施化肥，化肥配

施秸秆和猪粪有机肥处理下土壤 DON 含量分别增加

了 72.5% 和 27.5%，两种处理下土壤 DOC 含量的增

加幅度也较大，表明长期化肥配施秸秆或有机肥能够

显著提高土壤 DOM 的含量。相比 20 ~ 40 cm 和 40 ~ 

60 cm 土层，0 ~ 20 cm 土层土壤 DOM 含量对不同施

肥模式最为敏感，其主要原因是有机物料的腐熟过程

主要发生在耕层，且有机物料的投入增加了根际微生

物的活性 [32]。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来看，在 0 ~ 

20 cm 表层土壤中，化肥配施秸秆和有机肥均能显著

提高土壤 DOM 的共轭结构和腐殖化程度，增加紫外

光谱吸收值(SUVA254，SUVA260 和 SUVA280)及吸收系

数 α355，降低吸光度比值(α250/α365)，表明该土层

DOM 分子的芳香度、疏水性和分子量增加，且不同

土层的紫外光谱指数 A300/A400 值均大于 3.5，表明

该处理下土壤 DOM 主要以富里酸为主。 

秸秆还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壤 DOM 含

量的增加。张常仁等[26]认为这与秸秆周围形成的土

壤微生物活动层有关，外源秸秆的输入在增加土壤可

利用碳源的同时激发了微生物对氮源的需求，尤其是

秸秆际区域。朱利霞[39]认为秸秆施用提高了土壤中

碳的周转速率，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的更新，同时显著

降低土壤氮的潜在气态损失，增加土壤氮含量。Gao

等[40]研究发现随着小麦秸秆的分解，土壤 DOM 组分

的分子量降低，而亲水性组分的分子量增加。Dilling

和 Kaiser[41]研究表明，在凋落物降解后期，土壤 DOM

组分中芳香族化合物和木质素化合物的组分含量增

加。根据王瑞[42]试验结果，施加秸秆的水稻土在培

养前期(初始 5 d 内)，土壤 DOC 浓度急剧降低至

20 mg/kg 左右；培养中期(5 ~ 25 d)，DOC 浓度在 20 

~ 40 mg/kg 波动；培养后期(25 d 后)，土壤 DOC 浓

度缓慢增加。培养初期，土壤 DOC 浓度急剧降低的

原因可能是微生物活性的恢复，开始大量消耗 DOC

用于自身生长繁殖，达到峰值后开始小范围波动；后

期上升可能是因为秸秆施用后，其在微生物的作用

下，分解释放 DOM，这其中一部分与类蛋白物质作

用并转化为较为稳定的类胡敏酸和富里酸物质[26]。 

沼液作为有机肥应用是一种具有潜力的畜禽粪

便污水资源化方法。研究表明，猪沼液中含有大量

营养物质，可作为肥料施入农田以改善养分吸收和

土壤结构，降低施肥成本[43]，同时增加土壤中有机

质的含量，特别是 DOM[44]。然而过量施用猪沼液

也存在着潜在风险[45]，因此施用时需合理控制用量。

Yan 等[44,46]的试验表明，猪沼液的施用显著提高了土

壤中 DOM 的含量，腐殖质类物质和蛋白质类物质的

含量均有所增加，其中以蛋白质类物质含量的增加最

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DOM 浓度降低，腐殖质

占比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蛋白质类物质比例下降。土

壤 DOM 中分子结构简单、分子量较低的蛋白质类组

分被转化为分子结构更复杂、分子量更高的腐殖质类

组分，这些腐殖质也可被微生物利用。对比不同 C/N

沼液的施用效果，C/N 为 12 的沼液对土壤 DOC 和荧

光溶解有机物(FDOM)含量的提高幅度最大，分别为

40.9% 和 66.3%，而 C/N 为 8.8 的沼液对玉米生长、

土壤腐殖化、FDOM 的生物有效性和蛋白质类组分

的转化利用促进作用最强。 

综合来看，绿肥和有机肥具有成本低廉、可循环

利用、种类丰富等优点，对提高土壤 DOM 含量和改

善土壤肥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

DOM 含量与性质的变化效果，对于微生物-植物-有

机肥的耦合作用机制研究较少。此外，分析技术上，

基于新兴的质谱技术进行分子水平的机制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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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兴土壤改良/修复剂(热解炭、水热炭等)对

土壤 DOM 的影响 

近年来，生物质炭由于其在土壤改良方面的优异

效果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制备过程可将其分为热解

炭和水热炭[47]。研究表明，热解炭可改变土壤中 DOM

的组成，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土壤重金属等污染物的

移动性与生物蓄积性，在土壤环境应用中表现了巨大

潜力[48]。水热炭可高效炭化湿生生物质，制备过程

环保无毒、能耗低，在土壤改良与修复等方面也表现

了广阔的应用前景[49]。热解炭和水热炭本身作为外

源有机物，尤其是水热炭携带大量的 DOM，其施入

土壤中可直接改变土壤 DOM 的含量和组成；另外由

于其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较高

的疏水性等，是良好的环境吸附剂，对土壤 DOM 等

各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吸附潜能[50]。因此，研究热

解炭、水热炭等新型土壤改良剂对土壤DOM的影响，

可为其科学施用提供指导。 

Zhang 等[51]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施肥条件

下，添加热解炭显著提高了土壤 DOM 的含量，其中

DOC 的平均浓度从 84.0 mg/kg 上升到 144.3 mg/kg，

主要包含类黄腐酸、类腐殖酸和类色氨酸 3 种成分，

这些成分(尤其是类腐殖酸)的荧光强度随着热解炭

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强。热解炭通过将其易矿化和可提

取部分炭释放到土壤溶液中，并将天然土壤有机质吸

附到其孔隙结构中来改变土壤 DOM 组成。林颖等[52]

与李瑞鑫[20]的试验研究验证了热解炭的长期施入会

显著改变农田土壤 DOM 组分，其总体变化趋势为大

分子量腐殖酸类物质不断增加，而小分子量蛋白类物

质逐渐减少。刘杰云等[53]研究中也提到，热解炭本

身携有的部分 DOC 及其高 pH，导致其施入到不同类

型农田土壤后，土壤 DOC 含量均有 4.4% ~ 35.5% 的

增幅，但土壤 DON 含量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热解炭

消耗掉自身 DON 后，又将土壤环境中的 DON 吸附

到自身孔隙中，同时土壤微生物在有机碳分解过程中

对 N 的消耗降低了土壤 DON 含量，这与芮绍云等[54]

研究结果一致。Smebye 等[55]研究表明，利用热解炭

进行土壤改良可促进土壤中 DOM 的释放，例如在酸

性棕壤中施入果壳热解炭后，土壤 pH 从 4.9 升高至

8.7，土壤 DOC 浓度增加了 15 倍，且土壤 DOM 的

组成向芳香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

热解炭中微孔中发生的尺寸排阻效应所致，较小的脂

肪族DOM比分子量较大的芳香族分子更容易吸附到

热解炭上，而芳香族分子较大而无法进入微孔，导致

土壤 DOM 的芳香度更高。郑翔宇[56]通过连续 5 a 热

解炭田间施用试验发现，施用初期，25.0、75.0 和

125.0 t/hm2 热解炭添加组土壤 DOC 浓度较未添加组

分别增加 2.0%、30.2% 和 38.0%，表明低剂量热解

炭对土壤 DOC 含量影响不大，而大剂量热解炭施用

可显著提高土壤 DOC 浓度；连续施用 5 a 后，各处

理 DOC 浓度接近，热解炭的长期效应主要体现在对

土壤 DOM 荧光组分的影响。根据 SUVA254 和 SR 值

的变化可以发现，热解炭添加后，相比未添加组土壤

DOM 中富里酸和类色氨酸的降低速度较慢；而 BIX

值随时间逐渐降低，DOM 自生源贡献降低，说明土

壤 DOM 的生物利用性提高；结合 FI 值分析表明热

解炭处理下的土壤 DOM 来源以陆生源为主，微生物

来源次之；因此，热解炭对土壤改良作用和固碳能力

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时间效应，但如何合理控制热解炭

的施用量，高效发挥热解炭对土壤 DOM 和农田肥力

的调控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水热炭在温室气体减排、水体净化和土壤修复等

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49]。由于水热炭的低温水

热炭化制备过程，与常规热解炭相比，水热炭中常携

带更多的 DOM，适宜施用量下水热炭中的 DOM 可

发挥对作物生长的积极效应[52]，但水热炭 DOM 中含

有的有机酚类和醛类等物质，在过量施用情况下可能

会对土壤微生物活性产生抑制作用[57]。根据 Sun等[58]

研究结果，与未施用水热炭的对照土壤相比，加入水

热炭后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了 1.0% ~ 3.0%，腐殖酸

含量上升了 13.4% ~ 27.0%，这表明水热炭施用能提

高土壤中有机碳和腐殖酸组分的含量。进一步分析表

明，土壤 DOM 中类蛋白质和类碳水化合物的相对丰

度从 16.3% 和 10.9% 分别下降到 5.7% ~ 10.8% 和

1.8% ~ 3.3%。相比之下，稠合多环芳香族和类木质

素组分含量分别从 9.6% 和 39.6% 增加到 14.3% ~ 

17.9% 和 50.0% ~ 57.4%。这些组分的改变可能是因

为水热炭优先吸附芳香度较高、极性较低的土壤有机

碳组分，从而增加了土壤 DOM 的芳香性；另一方面

是水热炭的施用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影

响了微生物对有机碳的调节作用，并改变了土壤

DOM 的腐殖化程度。Bargmann 等[57]研究了水热炭的

施加对于土壤 DON 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水热炭施

入后土壤中 DON 含量显著下降，进而影响土壤 NO3
–  

的含量，且施用高 C/N、高 DOC 和低矿物氮含量的

水热炭时，这一变化趋势尤为明显。实际表现为：在

添加水热炭后，NO3
– 浓度在第一周迅速降低至接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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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4 周后，NO3
– 浓度持续升高，在 8 周后升至初

始浓度的 82.0%。其原因可能是水热炭施入后激发了

微生物活性，导致土壤微生物对氮素的固定降低了土

壤氮素有效性和植株对氮素的吸收。值得注意的是，

施用过高 C/N 的水热炭会导致植物缺氮，因此后续

水热炭田间应用中也应进一步关注水热炭的 C/N 等

性质。 

3  结论与展望 

土壤 DOM 正凭借着极高的活跃性和生物有效

性为土壤健康和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等研究提供更好

的指示效果。如何更好地运用农艺措施强化对土壤

DOM 的调控作用，改善土壤健康质量，提升农田养

分管理效率，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1) 免耕和秸秆覆盖等保护性措施有助于提高土

壤 DOM 含量，进而起到提升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

量的功效。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耕作方式和种植制度

对土壤 DOM 的影响研究中，由于气候和环境条件的

差异，有些相同措施在不同的试验中得到的效果可能

不同甚至相反，因此，在后续利用农艺措施调控土壤

DOM 过程中，有必要强化 DOM 与不同环境条件的

交互作用研究并尽量考虑气候、海拔、土壤类型、土

壤特性等性质变化进行综合调控。 

2) 在施肥措施对土壤 DOM 影响调控研究中，

相比单一化肥，绿肥和有机肥有着低成本和环境友好

的显著优势，然而当前研究仍主要聚焦于施肥方式对

DOM 中养分元素含量的变化，对于不同施肥方式对

DOM 调控的主要作用机制及微生物-植物-有机肥对

DOM 的耦合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3) 新兴的土壤改良/修复剂，如热解炭、水热炭

等，其对土壤 DOM 及肥力的影响仍存在两面性，不

合理的施用会出现抑制土壤活性，对微生物和植物生

长产生毒害作用等情况。如何合理控制新型土壤改良

剂的施用比例，最大化发挥其正面作用并消除其不利

影响，这些问题仍有待探索。 

4) 在分析不同农艺措施对土壤 DOM 的影响时，

也注意到 DOM 反作用于植物、重金属迁移转运等方

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较为空缺。此外，目

前农艺措施对土壤DOM的影响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对

其含量和基本性质的影响，其变化机制等深层机理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何利用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

质谱等新兴技术发展进一步从分子角度探明DOM的

变化机制，也逐渐成为下一步的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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